
再论群体性孤独：个体化转向下的分离焦虑 

 

摘 要：本文以群体性孤独为反思起点，探究这一流行话语的形成的合理

性与不完善之处，并指出传统的论证方式是技术决定论思维的延续。随后，文章

聚焦流行话语的一致性，通过对技术乌托邦和道德恐慌的反思，揭示了社会的个

体化转向之下现代人的分离焦虑。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现代人的个体

化是其孤独感的根本来源，而对于效率的功利性追求则加深了这种孤独感。最后，

文章基于对亲密关系、技术帝国和熵增理论的反思，提出了一种乐观的社会前景，

生命以反熵为生，在新的社会系统中，人们有能力建立新的交往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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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流行话语的“群体性孤独” 

（一）对“群体性孤独”的反思 

过往关于媒介技术与用户心理的研究指出，社交网络的虚假反馈①、媒介依

赖下的碎片化生存②等使得人们更加孤独。其中代表性的观点见于 2014 年雪

莉·特克尔的《群体性孤独》。特克尔教授认为，作为一种敏感、脆弱的生物，

我们难以忍受孤独，却又害怕被亲密关系所束缚或伤害，因此对技术期待更多，

对彼此期待更少。然而技术在承诺一种可操控的关系的同时，也使得我们注定无

法真正进入一段关系。③这份忧虑自有其独到的洞察力，也与现代音乐、热搜榜

单、UGC所表达的流行话语一致。 

首先，人们借助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更加频繁地在虚拟空间中相聚。

与此同时，又害怕暴露弱点、遭遇嘲讽，或因马太效应陷入无人问津的恐慌，遂

 
① 张灯：《从传播心理学角度看社交媒体下的群体性孤独》，《新闻研究导刊》2016年第 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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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复的挣扎、试探中转向社交倦怠。其次，智能手机功能的多样化也使得用户

接触的物理对象日益单一化，以触摸为标志的对自然、社会和他人的感知被削弱，

多感官的信息萎缩为单一的语言符号，孑然一身的感受更加明显。再次，真实与

虚拟、物质与情感的边界日渐模糊，数字化生存的现代人成为数据的集合体，在

万物皆可交易的商业社会，被视为他人实现经济目的、寻求社会资源或填补情感

空白的工具，面临被异化的风险。 

但“群体性孤独”只是理解在线社交的维度之一，无法描述现代社会的全貌。

作为一种沟通媒介，社交媒体使得相隔万里的人们能够随时随地分享生活、表达

情感，在尘世的洪流中超越身体的有限性，获得遥远的慰藉。虚拟平台让用户在

相对安全的环境下共享信息，避免线下会面中无法忍受的寒暄、枯燥和冲突，获

得更多的情感自由和个人空间。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包括面对面在内的任何一种交往方式都无法许诺人类

以相互理解和情意相通，因为能够“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终究不是媒介而是人心。

人类能够多大程度实现心灵的靠近取决于其有多少勇气和智慧冲破符号的迷雾，

看到复杂的人心和生命的真相。社交媒体出现之前，人们同样会在热闹的线下聚

会中坠入无法名状的孤独，在筵席结束后被疲惫和空虚奇袭，也会在漫长的时间

和偌大的宇宙面前感受到生而为人的渺小与孤寂。通过自我表露获得赞许或慰藉、

通过抱有或降低期待在归属感和安全感之间寻求平衡，并不是社交媒体的产物。

换言之，身体的在场性与技术的中介性并不从根本上决定人们的交往状态，而是

与其他经济、文化因素共同形塑了用户行为和心理。 

 

（二）对于流行话语的审视 

媒介技术与用户心理之间存在的是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视社交媒体为

因、群体性孤独为果，并用社会现象加以印证，这种循环论证是技术决定论思维

的延续。早在 2007 年，国外学者就发现，对在线社交的偏好程度并不能预测用

户的孤独感，并提出了社会焦虑这一混淆变量。研究表明，社会焦虑程度高的人

群往往在互联网的使用方式上存在问题，这才是其孤独感加深的原因。①2010年，

 
① Caplan, “S.E. Relations Among Loneliness, Social Anxiety, and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2007,10(2):234-242. 



阴良以社会认同度为控制变量，考察了孤独感与 SNS使用的关系。研究发现，社

会认同度较低的群体会在孤独感的驱动下使用 SNS；社会认同度中等的群体倾向

于利用 SNS 拓展交往深度而非广度；而在社会认同度较高的群体中，孤独感与其

SNS的使用并无显著关系。①2020年，邓亚娜在研究中指出，“空巢青年”通过微

信获得的情感支持和正面反馈越多，孤独感就越低。②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

得到足够的重视，也未能减轻“群体性孤独”的声量。 

媒介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何者占据主导地位一直是技术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

争论的焦点，而技术中立不过是将对技术的利弊权衡放置到了具体的情境中。换

言之，对于技术的价值判断不可避免。但是个体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从根本上来看

是一种主观信念，只能反映特定的视角和切面，不能描绘现代社会的全貌或决定

人类历史演进的轨迹。一方面，不同阶层、性别、年龄、职业的人群的媒介使用

体验无法被精确测量和归因；另一方面，自交往革命以来，技术发展的潮流不可

逆转，形势喜忧参半。 

因此，值得关注的并不是人们在这一问题上见解的不一致性，而恰恰是流行

话语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从何而来，又在多大程度上借助拟态环境、第三人效

果等反作用于社会生活？ 

 

二、技术价值判断下的生存叩问 

（一）技术乌托邦的覆灭 

曾几何时，技术乌托邦许诺人们可以在虚拟空间中获得信息、资源、认可、

陪伴和爱，却隐瞒了其实现的条件和代价。这种基于现代性的对理性、知识、技

术的理想化推崇，并没有带来人类的解放，反而被技术统治论收编，成为当代资

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工具，并通过全球传播不断拓展其数字帝国的疆域。

在这个过程中，工具理性消解了交往理性，价值理性随之萎缩。
③
当我们关照现

实时，不难发现，从谷歌、苹果到百度、腾讯，技术乌托邦一直都是商业资本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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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口号。①技术本身以及对技术价值的鼓吹都成为一种手段。 

以 Soul 为例，Soul 是一款基于用户画像进行兴趣匹配的陌生人交友软件，

声称其愿景是“让天下没有孤独的人”。它以灵魂为旗号，却彻底将社交货币化、

庸俗化。从商业模式来看，一方面，用户主动让渡隐私，形成内容生产—热度提

升—付费赠送虚拟物品的消费链；另一方面，系统通过隐藏访问和查看访问踪迹

的会员功能将隐私商品化。从人际交往来看，平台通过点赞、评论、关注、被关

注等在虚拟空间中形成新的阶层分化，与此同时，爱情所需要的平等、浪漫化和

灵韵也荡然无存。人们以动态、对话等方式展现其可能具有的情绪价值、学历修

养、外貌气质，并接受审视。至此，交友部分成为一种交易。它通过纳入社交线

索复制了现实中人们求偶的竞争性逻辑，又通过抽离地理距离和身份信息，将这

种利弊权衡合理化。一系列的商业运作洞察人性的弱点和需求，以技术手段编织

美好的愿景，但最终完成的只是对个体的物化和掠夺。 

当我们将视角拓展到其他社交媒体，令人不安的是，流行话语鼓励人们以对

话的频率、时长、访问次数而非交往深度来判定一段关系，强行以媒体黏性标识

关系黏性，比如 QQ 空间的亲密度、朋友圈的点赞数量、礼物的价格数、秋天的

第一杯奶茶……其逻辑在于将关系变成可以量化和操纵的指标，再引导人们为了

证明关系的存在和强度，不断增加对社交媒体或者实物的消费。社交媒体的互动

和展演渗透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即用一切手段引导交易和消费。而人际交往

在技术化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掺杂了可兜售的意识形态，操纵性愈多，人性愈少。

人们的被剥夺感直接导致了技术乌托邦在流行话语中的覆灭。但在批判性的视角

中，需要区分的是：技术、技术的使用者与制造者、以及起支配作用的意识形态

和欲望。如果仅停留于对其物质性中介作用的批判，则不免滑向技术决定论。 

 

（二）个体化转向下的“孤独社交” 

商业口号赋予技术以无上的荣光，现代人一度像刚刚接触大千世界的孩子一

样沉迷于对新事物的狂欢，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失望和迷茫。在美好愿景屡次落空

后，一种对技术的忧虑借助教育和大众传播广泛蔓延，对“群体性孤独”的反思

便是其中的代表。而反连接和社交媒体倦怠与其说是一种特殊现象，倒不如说是

 
① 技术乌托邦：《我们为何对其趋之若鹜》，《社会科学报》,2018 年第 6期。 



现代人受挫之后对脱轨行为的纠偏。那么这种反乌托邦的技术忧虑又是合理的吗？ 

董晨宇认为，“孤独社交”的话语隐含着人们对新技术的道德恐慌，这种恐

慌是流行话语的本能；但在中国社会经历个体化转向的当下，混淆孤独与独自，

是一种逻辑谬误。①这一省思开启了全新的视角。一方面，将罪责归咎于技术比

直面人类的生存困境容易得多。如果技术是阻碍人际交往的罪魁祸首，那么个体

就不需要为亲密关系的失败负责，也不用费尽心力思考孤独和联结的奥义。另一

方面，作为新文化的集中体现，社交媒体扰乱了原有的文化秩序和生活方式，必

然会受到捍卫旧文化的人士的批驳②。既定的文化秩序虽有缺陷，但尚且安全，

新事物却隐含无法预测的风险。问题到了这里，似乎可以解释为技术守旧者和创

新者的冲突。但是若沿着个体化的面向深入探究，一种隐藏在技术背后的生存恐

慌浮出水面。     

乌尔里希·贝克在《个体化》中指出，由于社会的高度分化，个体首次成为

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单元，人们的行动逻辑不断变化，且彼此之间无法兼容，个体

主义、多元主义成为西方的文化基因；与此同时，传统的社会秩序渐趋衰微，自

我实现成为现代社会核心的伦理诉求。③但自由的人生也是风险的人生，现代性

的社会结构在赋予个体以权利的同时，强迫人们成为积极主动且退无可退的责任

主体。④社会观念鼓励个体争取独立和解放，从而成为他自己，但这种自我本质

上仍是社会规约的产物；社会分工要求个体独当一面，从而提升系统的运作效率，

这种要求试图将个体从家庭、婚姻等附属关系中剥离出来，并间接体现为职场的

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 

由此可见，社交媒体不是技术自我演进的产物，它顺应社会的个体化趋势产

生，试图将每个人变成各自独立却又相互联结的节点，在灵活组合中实现生产效

率的最大化。 

 

 
① 董晨宇,张恬：《反思“孤独社交”:社交媒体真的让我们更加疏离吗》，《新闻与写作》,2019 年第 6

期。 

② 胡泳：《限娱令、“微博公厕”论与道德恐慌症》，《青年记者》，2011年第 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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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离焦虑是现代人的宿命 

从主动的视角来看，生产力的发展助推交往革命的演进，也拓宽了人类的活

动半径。人们为了追求自由和自我实现，选择了彼此分离；与此同时，又沿着媒

介人性化的趋势，在虚拟空间中再造他者，寻找值得交往的对象。但是对亲密关

系的寻求并不能寄托于算法和效率，其核心在于双方为建立关系而付出的努力；

此外，灵魂与肉体的不可分割性，也使得缺乏身体接触的个体难以真正看见彼此

并敞开自我，因此对技术的过度期待注定会落空。 

从被动的视角来看，人们由相互依赖的集合体被拆解为社会网络中的功能性

节点，遗忘和分离成为常态。不仅如此，由于个体需要独自承担系统性的风险，

随之生长起来的自我愈加坚硬，但亲密关系往往伴随着披露和失去自我的风险。

在现代社会，这种自我的失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现代人不断被告知，能够

依赖的只有自己。 

至此，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在两个视角的交汇处，孤独似乎是现代人的宿

命。所谓技术让人们相隔更远，不如说是，在社会个体化转向下，现代人如同学

龄前的幼儿，面临着脱离情感护佑、独自面对未知的“分离焦虑”，对技术的反

思实则是对人性和生存困境的扣问。 

 

三、人性视角下的亲密关系与技术帝国 

（一）重建对亲密关系的认知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于社会关系的总和。
①
一方面，媒介作为人体的延伸

和社会系统流动的工具，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对“人类是什么”的定义中来。另一

方面，当整个社会呈现个体化转向时，孤独和亲密关系的实质都需要重新审视。 

内在安全感的需要驱使主体寻求目标对象的情感保护，而当心理期待落空、

精神交往未得到满足时，孤独感便油然而生。此外，主体超越物质世界和他人的

要求与这种超越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悲剧冲突。②随着人类生存空间的扩

展，身处其中的个人呈现出高速流动的状态。我们无法希冀于他人，因为一切都

 
① 陈培永：《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问题论断的再理解》，《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年第 9期。 

② 王健：《孤独意识产生根源探析》，《青海社会科学》,1997 年第 1期。 

 



在改变；而对变动不居的世界了解更多，无力感也越强——我们能左右的确乎只

有自己。阿德勒的课题分离，萨特对“他人即地狱”的暗喻、马斯洛对自我实现

的阐释，都在传递一种减少他者期待、追求自我实现的价值观念。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再需要亲密关系。需要正视的是，人类亲密关系的

建构过程从来都荆棘丛生，它常被视为一种人心的博弈和对主导权的争夺，而这

又植根于人类免受伤痛、耻辱等侵害的自我保护机制①。因此，成熟和独立的自

我恰恰是良性亲密关系的前提。克里南伯格在《单身社会》中提出：在现代社会，

独自生活能使我们更了解自己，且更懂得享受伴侣的陪伴。②弗洛姆在《爱的艺

术》中指出，成熟的爱是一种主动的能力，包括给予、关心、责任、尊重和了解

等元素，是个体在保持尊严和个性的前提下的结合。
③
随着平权运动的演进，在

个体化社会中，人类完全可以更平等地建立一种更高层次的亲密关系。 

 

(二)警惕工具理性下的科技帝国 

相较于社交媒体如何改变人与人的交往形式，更应反省的是，我们在多大程

度上不假思索地顺应了技术的逻辑，并将之奉为圭臬？ 

技术是改造现有事物，形成新事物，进而达成人类目的的工具。但是在当下，

卷入市场竞争的技术生产者和困于主流趋势的技术使用者似乎都成为了技术创

新和扩散的工具，技术似乎有失控的风险。在这一背景下，对社交媒体或技术的

恐慌反映了学界对人类本质和社会秩序的忧虑。 

在“科学即知识，知识即权力”的今天，技术被已经不属于人但却控制人的

欲望牵引，并在科学帝国主义开辟的疆域上肆意妄为。④它以科学为名，将其他

所有对世界的解释方式斥为愚昧、落后和谬误，将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渗透进现

代人的行为逻辑。但科学只意味着通过理论和规律的方式把握部分的物质世界，

却不能阐释人类社会演进中的善恶抉择。人类需要根据自身需求做出取舍，根据

 
① 克里斯多福·孟:《亲密关系》，张德芬、余蕙玲译. 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 

②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沈开喜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 

③ 艾里希·弗洛姆:《爱的艺术》，李健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年。 

④ 梁孝：《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西方技术统治论的文化本质及其趋势》，《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

第 1期。 

 



对错观念进行权衡，兼顾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回归社交媒体，有趣的是，文字、语音、视频，会随着社交线索的递增，而

被赋予不同的亲密程度和重要性的认知，见面则变成一件过于正式而亲密的事情。

这种行为逻辑实则是功利主义的延续，强调以最小的成本和风险获取最大的收益。

社交媒体提高了所谓的交流效率，也给人以印象整饰的机会，但是付出时间和展

现真实恰恰是情感的核心。 

 

（三）基于熵增理论的秩序重构 

技术演进造成的混乱会多大程度上损伤人性，又是否会给社会系统带来不可

逆转的伤害？这一问题在当下无法得到验证，只能放置在时间线上加以考量。此

外，若将人类的前景完全归于乐观或悲观主义的信念，不免失去说服力。因此，

自然科学概念的引入或许有一定启发。 

“熵”原是热力学的概念，用以表征系统的混乱程度。根据玻耳兹曼关系式，

系统内部的运动形式越多样，则系统的熵值越大，混乱程度越高；反之，系统的

运动越单一，则熵值越小，呈现的状态越有序。①申农将熵的概念引入信息论，

借以度量随机事件的不确定性，并且推导出了与热力学熵完全相同的信息熵的计

算公式。在他的定义中，信息是用来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是新知识、新内容。

换言之，信息与熵具有互补性，信息就是负熵。②根据逻辑推演可知，系统的运

动状态越复杂，则熵值越大，混乱程度和不确定性越高，与此同时，其不确定性

越高，传递的信息量越少。 

奥地利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薛定谔在《生命是什么》一书中提出：在

一个孤立的系统中，事物会自然地从有序走向无序，即发生熵增；而“生命赖负

熵为生”，有机体从环境中汲取“有序”，进而得以维持。③若将熵的概念和熵增

定律从自然科学引入社会科学领域，便可与社会系统的演化发展相勾连。事实上，

 
① 李丽杰,游阳明,任天忠,魏连甲：《浅谈“熵”的教学过程》，《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8 年第 4

期。 

② 林德根,鲍晓光：《论熵理论的哲学意义》.《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9 年第 1期。 

③ 薛定谔:《生命是什么》，周程、胡万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 

 



早在 1987 年，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里夫金二人就在《熵，一种新的世界观》

中用“熵”来解释社会议题，并将其视为一种全新的宇宙视角。① 

那么，在这一视角之下，我们如何理解社会？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认为，社

会的演进如同生物有机体的进化，是一个由简单走向复杂的过程，且伴随着社会

各部分的功能分化。从有机体的比喻和社会是由人组成的集合体这一基本事实出

发可得，社会系统会因为功能分化逐步从有序走向无序，而后又在社会主体的建

构中，重回有序状态，这从历代王朝的崩塌与社会形态的演进中可见一斑。因此

人类也有理由相信，技术带来的不稳定性可以被理性和人性所矫正，一种合理化

的秩序有望在新的社会系统中建立。但是这种建构取决于人类能够多大程度上摆

脱功利主义和科学帝国的迷思，重回人性的轨道。 

 

 

 

 
① 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吕明、袁舟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 


